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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大学的法学发生：中国农业大学
法学教育的缘起（１９０４—１９４９）

瞿　 见

［摘　 要］ 　 ２０２３ 年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建院 ３０ 周年，其法律系也迎来 ３０
周年系庆。 然而，中国农业大学法学教育的历史远不止 ３０ 年。 从清末 １９０４ 年的“癸卯

学制”开始，法学教育就被纳入农科大学的教育规划之中。 自清末、民国直至新中国成

立，农大法学教育的发展脉络蜿蜒而清晰。 法学教育是历史上自始且在学理上当然地

存在于中国农业大学诸前身的农科教育之中。 关于中国农业大学法学教育缘起的探

求，也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农业大学何以有法律系”的问题。
［关键词］ 　 农科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法律系； 法学教育； 高等教育史

［基金项目］ 　 中国农业大学“双一流”文化传承创新项目“法律系历史资料搜集与整理”。
［作者简介］ 　 瞿　 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①　 依据 １９１７ 年《修订大学令》（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部令第 ６４ 号）第三条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

为大学。 其但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民国教育部，１９８９：３１３）。
②　 访谈对象：葛恒美；访谈人：瞿见、乔丽艳、温雅、张娟、李尧；访谈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访谈

地点：葛恒美家中。

一、问题的提出：农业大学与法学教育

（一）农业大学的法学教育

农业大学为什么会有法律系？ 这是农业大学法律系的教师和学生常会被问及的

窘迫问题。 可以说，在政法大学和综合类大学之外，其他诸如财经大学、理工大学、科
技大学、民族大学、师范大学、医药大学、语言大学、经贸大学、林业大学等等，但凡在

学校名称中体现出某一专业性质的大学①，其法学院（法律系）的存在或多或少都面

临类似的疑问。 除了从现实的必要性、可行性、全面发展要求等层面寻求论证之外

（佟占军，韩芳，２０１３：５ － ７；叶敬忠等，２０２１），既有法学学科 ／院系的历史也可以是证

成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２０２３ 年，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迎来 ３０ 周年系庆。 作为全国农林院校中第一家

设立法律系的大学②，其关于法律系的证成路径和历史叙事，对于国内近百所农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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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相关问题的诠释都具有一定的范例意义。 虽然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作为一个

“系 ／组织”的历史相对而言并不悠久，但是，如果将组织机构意义上关于法学院 ／法
律系的讨论拓展到课程设计、专业设置与知识教学层面的“法学教育”的话①，或许可

以极大地上延这一探索的限度②。
在上述意义上，就农科大学最开始的法学发生而言，中国农业大学法学教育的历

史远远不止 ３０ 年。 甚至可以说，法学教育“自始”（ａｂ ｉｎｉｔｉｏ）就存在于农科大学的教

育之中，法学教育与农科教育本就存在紧密关联。 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上，中国农业大

学后续出现的法学教育其实并非重新“发生”，而是一定程度上的“回复”。 需要进一

步讨论的是，为什么法学教育会自始地出现在关于农科大学课程的擘画之中，其出现

系属偶然抑或有意为之，其后的衍进发展又是如何？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正可

构成一种新的叙事；而且如果此种叙事得证，似乎又可从历史角度，较好地解释农科

大学何以会出现法学专业教育的问题。
（二）中国农业大学校史与法律系系史的叙事

作为进一步探究开展的基础，首先需要厘清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史叙事及法律系

当前的系史叙事。 依据目下中国农业大学的正式校史叙事（见图 １），其历史肇自

１９０５ 年“京师大学堂”八个分科大学之一的“农科大学”的建立。 具体而言，其在新

中国成立前的脉络大略有三。 其一，１９０５ 年建立的“农科大学”。 其于 １９１２ 年改称

“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１９１４ 年改组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国立八校之

一），１９２３ 年又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１９２８ 年北京改为北平后，改为新组建的

“国立北平大学”的农学院；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迁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农

学院”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１９４６ 年，“作为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恢复和延

续”③，北京大学在其院址重建“北京大学农学院”。 其二，１９２１ 年清华学校开办农

科，历经“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农业研究所”，至 １９４６ 年回北平

成立“清华大学农学院”。 其三，１９４０ 年中共中央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
该系于 １９４３ 年并入“延安大学”，并于 １９４４ 年改为“农业系”；在其基础上，于 １９４７
年建立“北方大学农学院”，后因合并改为“华北大学农学院”。 最终，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上述三大源头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
在 １９５２ 年的院系调整中，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机械系”分出，与其他学校合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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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区别，前者似乎更多指向法的学术性，而后者更强调法的实

践层面；但在现今语境下，两词含义的差异性已不甚明显，既往文献中存在广泛的混用。 对此，
本文亦不作严格区别，选择以“法学教育”概括地指学校开设的与“法 ／法律 ／法学”相关的各类

课程的教育。
这一取径亦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院史编纂和研究所采用，其思路是选择“更宽大的概念”，“称
［清华］法学［教育史］一百年，而不是法学院一百年”（曾钰峰，２０２０：３８３）。
校史沿革． 中国农业大学网． ［２０２３－０４－２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ａｕ． ｅｄｕ．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ｘｓｙｇ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后衍变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１９９５ 年，“北京农业大学”
再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并延续至今（王步峥等，２０１３；
姜沛民，孙其信，２０２１：２ － ３）。

图 １　 中国农业大学校史及法律系系史
　

相对而言，现今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的系史叙事相对简短。 １９９３ 年，当时的北

京农业大学招收第一届法学（经济法）本科生①，１９９５ 年随学校名称的变化改为中国

农业大学法律系至今②。 从前述角度出发，如果想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史的脉络上寻

求法律系或法学教育的身影，就应在上述三条脉络中进一步向上挖掘可能的发展轨

迹。 下文即依据各类史料，分别从清末、民国两个时期，讨论农科大学法学发生的历

史事实和内在理路，并尝试讨论其后续发展衍变所依循的路径。

二、清末农科大学的法学教育：学制与学理

（一）“癸卯学制”中的农科法学教育

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史可上溯到 １９０５ 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创建，而实际

上，这一“分科大学”的设置在更早的“壬寅学制”中就已有体现。 １９０２ 年，张百熙所

拟的《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其中《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
规定大学分科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其中“农业科”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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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依据与任大鹏教授的访谈，当时招生的专业为“经济法”。 访谈对象：任大鹏；访谈人：瞿见、李
梅、王泽宇、周坤；访谈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访谈地点：中国农业大学东区民主楼 ２０６ 室。
其间系名曾一度变为“法学系”，后又改为“法律系”至今。



“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四目（《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２］２００７：
２４５）。 这不仅是规划农科大学的开端，其所设置的农科四大专业方向也为后续农科

大学变迁发展中的科系设置奠定了基础。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经过“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张之洞、荣庆、张百熙拟定的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获颁执行（《重订学堂章程折》，［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２９７ －
２９８）。 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总共分为八科（即
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
商科大学）；其中，“农科大学”下分四门，即“农学门”“农艺化学门”“林学门”及“兽
医学门”（《奏定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３４８，３７３）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专业

方向中的三个（除了“农艺化学门”）都设置了法律相关课程：“农学门科目”中需开

设“法学通论”（补助课，第二年，每星期钟点 ２）；“林学门科目”的“补助课”中更设置

了两门法律相关课程，即“法学通论”（第二年，每星期钟点 ２）和“森林法律学”（第二

年，每星期钟点 １；第三年，每星期钟点 ２）；而在“兽医学门”中，也需学习“兽医警察

法”②（第三年，每星期钟点 １）（《奏定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３７４ － ３７８）。
“癸卯学制”中关于农科大学需开设法律相关课程的规定，当为农大法学教育之

肇始。 并且，在农科的“大学堂”之外，法律相关课程在归属于“实业教育”的初等、中
等及高等的“农工商实业学堂”中也有不同的开设情况：在“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中，“农业科”中并无与法律相关的课程（《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１９０４］
２００７：４４８ － ４４９）；而在《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４５７ － ４５８）中，
则稍提及在“农业科之普通科目”外，“尚可便宜加设地理、历史、外国语、法规”等科

目；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４６６ － ４６７）中，虽然细分的“农
学科”中并无法律相关课程，但在“兽医学”中设置有“兽医警察法”，“森林学科”中
设置有“法律大意”及“森林法”两门课程（仅以课程名称观之，此二者似乎较“法学

通论”和“森林法律学”更为基础）③。 此外，如表 １ 所示，涉及农科的“高等学堂”之
“第二类”学科及“农业教员讲习所”的科目中，也无法律相关的课程（《奏定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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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后续的筹办中，“农科原分四门，现拟先设农学一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

形折》，１９０９：１０）。
所谓“兽医警察法”，应类似于今之“动物防疫法”。 有学者提及，“抗战期间由于马匹的移动及

交通，［一种马匹传染病在］西南各省亦受到蔓延。 崔步瀛早就指出它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未施

行兽医警察法，缺乏兽医，而马商马店的送往迎来，厩槽合用，是主要的传染媒介，应早速诊断

发见，作合理的处置”（谢成侠，１９５２：１８９）。 另外，亦有学者指出施行兽医警察法的好处：“［狂
犬症在］日本国内，很早已经发生，平均每年在三千头以上，后来因继法国之后，首先采用预防

接种，并励行兽医警察法，而逐年减少，近年差不多已到终熄状态”（陆思曼，１９５０：６）。
另外，在“殖民垦荒之地”，可以在高等农业学堂原来的三科之外，再设立“土木工学科”，其科

目中包括有“土木法规及农事法规”一门；但是该学科显然总体并不全在农科之内。



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３４１；《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４７５）。

表 １　 “癸卯学制”中各类农科学校法律相关课程的开设①

农科相关学校 法律相关课程的开设 备注

农科大学

法学通论（农学门）
法学通论（林学门）

森林法律学（林学门）
兽医警察法（兽医学门）

—

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法律大意（森林学科）
森林法（森林学科）

兽医警察法（兽医学）
—

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无，但可便宜加设法规科目 —

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无 —

实业（农业）教员讲习所 无 —

高等学堂（“第二类”学科） 无 “第二类”学科为预备入大学农科者习之②

　 　 需要考量的一点是，在其时设置法律相关的课程，并非偶然为之或无所谓之事。
“癸卯学制”所开设的八大分科大学中，政法科自然以法学教育为主；而此外，除工科

大学的“土木学门”中有“土木行政法”（且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规

定，可兼设在农学科之下），“采矿冶金学门”中有“外国矿山法律”，及商科大学诸学

门中有“各国商法（及比较）”“大清律例要义”外（《奏定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
３４９ － ３８９），余各学门的设置中均无法律相关课程。 在八分科大学的四十六门中，开设

有法律相关课程的仅有法科二门、农科三门、工科二门及商科三门，农科所占比例较其

他高；并且，在专业性的法学课程之外，农科两门中尚开设有“法学通论”这一通论性质

的法学课程。 这似乎可以窥见，在学制定拟中，法学教育在农科教育中的显著位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癸卯学制”在其《奏定学务纲要》中专有两条论及法科开

设和政法知识的讲授。 其中谈及，“近来更有创为蜚语者，谓学堂设政法一科，恐启

自由民权之渐”。 在此背景下，其强调不仅“西国政法之书，固绝无破坏纲纪，教人犯

上作乱之事”，而且“学堂内讲习政法之课程，乃是中西兼考，择善而从，于中国有益

者采之，于中国不相宜者置之”，更兼“政法一科，惟大学堂有之，高等学堂预备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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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癸卯学制”，初、中、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及实业教员讲习所均属实业教育，与高等学堂不

在同一序列。 本表为求其便利图示，首尾列农科大学及高等学堂，中列实业教育诸学校（张之

洞等，１８７５ － １９０８：１８；陈景磐，２００４：２１４）。
但在实际操作中，“预备科毕业学生不敷分布”，故而“农科以师范第四类学生升入”（《奏筹办

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１９０９：１０）。



学政法科者习之”，故而“决不至荒谬悖诞”而无须多虑（《奏定学务纲要》，［１９０４］
２００７：５０２ － ５０４）。 同时，在学制之外，“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其原因在于“科学

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故而在“崇实戒虚”的要领下，“此次章程，除京师大学堂、
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

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奏定学务纲要》，［１９０４］２００７：５０４）。 故而，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政法知识讲授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学校中法律相关课程的设置应是

经过缜密而谨慎的考量的。
综上可知，在“癸卯学制”的各类农科学校中（见表 １），从完全不设法律相关课

程（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到可以“便宜加设”（“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再到

稍嫌浅显的“法律大意”等三门课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直到较为正式的“法
学通论”等四门课程（“农科大学”），法律相关课程的开设随农科修习程度的深入而

渐趋完备。 在此种程度上，是否开设法律相关课程，是划分初、中等农科教育与高等

农科教育的一个标识。
（二）农科学制中的法学课程：缘由与学理

但是，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在“癸卯学制”关于农科教育的安排中，为何要设置法

学课程？ 这一问题其实很好解答，答案就是学习日本学制。 如前所提及的，“癸卯学

制”在制定中曾“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 （《重订学堂章程折》，［１９０４］２００７：
２９７），而其前身“壬寅学制”更是“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１９０２］２００７：２４５）。 实际上，日本及其学制在农科大学的前期发展中一直影响颇巨。
如 １９０９ 年，“以罗振玉充农科大学监督”之后，旋即“罗振玉前往日本调查农科大学

事宜”（《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沿革志略》，１９１５：１０）。 民国建立后，有一段时间亦曾大

量聘请日本教员①，甚至一度直接“变通农科大学办法，暂以日文教授” （《北京农业

专门学校沿革志略》，１９１５：１０）。
更为直接的是，其时日本农科大学的科目课程设置，与“癸卯学制”差异不大。

依据 １８９７ 年《农学报》②刊载的日本学者古城贞吉（１８９７：５６ － ５９）翻译的《日本农科

大学章程》，日本农科大学分为“农学科” “农艺化学科” “林学科”及“兽医学科”四
科。 其中，“农学科”在“第二年所习”的课程里包括“律学总要论”，“林学科”在“第
二年所习”的课程里包括“法学总要论”“森林法律学”（该门课程在“第三年所习”中
仍有），“兽医学科”在“第三年所习”的课程中包括“兽医警务法”。 而在其后的《农
科大学乙科章程》中，“农学乙科”所需修习的课程即无法律相关的课程，“林学乙科”
只在第二年需学习“森林法律”一门法律相关课程。 相较于“癸卯学制”中法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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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大学农科大学”聘用日籍教员的部分名单，可参见日本外务省政务局：《［中国］傭聘本邦

人名表》（１９１３ 年版），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号：Ｒｅｆ． Ｂ０２１３０２２８０００），第 ２ 页。
该刊由罗振玉、蒋黼、朱祖荣等创设的农学会主办（刘小燕，姚远，２０１０：５４ － ５９）。



课程的设置，上述课程除了翻译名称略有不同外（如“法学总要论”与“法学通论”，
“兽医警务法”与“兽医警察法”等），所指基本一致。

此外，在清末的教育新政改革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派遣各级官员赴日考察学

务。 此一考察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前者的代表是 １９０２ 年受张百熙奏荐的吴

汝纶赴日考察，其成果是《东游丛录》 （李长林，２０１６）；而后者则如 １９０１ 年代表安

徽省赴日考察学务的李宗棠，其成果是《考察日本学校记》。 在拟定《奏定学堂章

程》时，上述两份文献都为起草者提供了决策参考，“应该也是不争的事实” （李兴

武，２０１９）。 就这两份文献而言，吴汝纶（２０１８：３８６，３９２，３９７）的《东游丛录》提及

了农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情况：“农学科”在第二学年设有“法学通论”，“林学科”在
第二学年需学习“法学通论”与“森林法律学”，而“兽医学科”第三年需学习“兽医

警察法”。 在李宗棠（２０１９：１２１７ － １２１８）的《考察日本学校记》所附录的“农科大

学分科学科课程概计表”中，也载录了同样的法律相关课程安排。 而这些考察得

来的日本农科大学的法律相关课程设置，与“癸卯学制”的规定几乎一致。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癸卯学制”在农科中设置法律相关课程，乃受到日本

农科学制的影响。 但是，除了外在影响，其何以会在考察之后接受这一设定，并且日

本农科学制何以会将法律相关课程纳入其中，其必然需要有学理层面的基础或论述。
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著《农学本论》恰可回答这一问题①。

《农学本论》在开头提到了“农之定义”，即“凡赖耕作以生活者为农”（新渡户稻

造，１９０３ａ：１）。 虽然人们大略地知道“农”为何物，但是，“以农学为独立之科学，为日

尚浅”（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４）。 而所谓“农学”，“集诸种学艺，以为一科学”，故而

“农学范围，极大亦极小，似境界未定之邦国” （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５），农学的范围

“异说纷纷，今不能决”（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１）。 作者认为，关于农学范围界定的“此
等辩论，并无裨益”，但是，“考求农之定义，虽然无损益于业农之徒，而自一国之行政

立法者，及研求学理者视之，实获益不少也”（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１）。 作者在此处直

接点明，其界定农学范围的目的，正在于“行政立法”及“研求学理”，其对于学制的设

置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由于兼具农学与法学的教育背景（佐藤全弘，２０１５：１），新渡户稻造在界定农学

之范围时，所借鉴的恰是法学对其学科范围的界定。 其认为，法律学需要诸多取材，
“一国法律”在其“国民习惯之历史”这一材料之外，“非受论理或哲学之应援，不能完

其性质也”（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５）。 同样，“农学之取材多，故错综极甚，不但动植物

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经济学、法律学，及其他有关农业者不少”（新渡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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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于 １８９８ 年在日本由裳华房出版，后又于 １９０８ 年由六盟馆出版增订版。 其中文译本刊载

于 １９０３ 年的《农学报》上，译者据称为创办《农学报》、后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冯
志杰，２０１１：８０）。



稻造，１９０３ａ：８），并且农学“不涉社会学，无以释物价、法律等” （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
５）。 故而，法律学在新渡户稻造那里，显然是应当被涵纳为“错综极甚”的农学之“取
材”的（见图 ２）。

图 ２　 〔日〕新渡户稻造《农业本论》之“农学本分图”

图 ３　 〔日〕新渡户稻造《农业本论》之“农学全体图”
　 　 注：原图分在两页，现图系经引用者编辑整合而成（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８ － ９；新渡户稻造，
１９０８：６４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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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地，《农学本论》中给出了关于“农学之全体”的图示（见图 ３），鲜明地展

现了作者关于农学与法律等相关学科之间关系的看法。 作者认为，“要之，农学之范

围，可分为二部，一讲究自然作用之事项，一讲究人事作用之现象。 然学者往往偏倚

其一”（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８ － ９）。 通过图示，“可见农学全体之材料，一举关经济之

学，一举关万有之学，以分农学为两柱” （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９）。 而“法律”在涉及

“人”之一侧，归在国家、社会之下，在其图中属于广义而言的“农政学”的范围。 质言

之，农学本是关于“人”（如“农民”）与“自然”（如“田地”）相互作用（如“农民耕田”）
的学问，而在关于“人”之学问的一侧，如果存在“团体”或“合作 ／组织”的需要，则必

然牵涉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建构，此即法律 ／法学需要出场之所，农学与法学的有机联

结也就得以呈现。 同时，新渡户稻造也稍论及法律之于农业的意义，如其举例，“因
罗马之法，行于四方，而土地之让与买卖等事，日益繁多，农民得法律上之自由，而佃

作法亦渐进”（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１５）；并且，其认为农村“习惯”对于农业发展极为

重要（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１５ － １６），重点论及农民、风俗及犯罪之间的关系（新渡户

稻造，１９０３ｂ：１２ － １５），而风俗、习惯本就常在广义的法学上被讨论。 在以上关于“农
学之全体”的论述中，明晰地呈现了农学内部诸多部分的有机结构，而法律之学同土

壤、农具、气象、兽医等知识门类一起，实质而非边缘地共同支撑起了农学自身的知识

架构。
此外，在“附录”中，新渡户稻造罗列了其所搜集的各国农科院校的教学课程目

录（见表 ２）。 从表 ２ 可以发现两点：其一，在作者胪列的大部分农科大学中，均开设

有法律相关的课程；其二，未开设法律相关课程的，多非农科“大学”，而是“农学校”
或“高等农学校”。 这与前述“癸卯学制”中仅在高等农科教育中设置法学教育的做

法大体一致。

表 ２　 〔日〕新渡户稻造《农业本论》第二章“附录”各国农科院校法律相关课程

国家 学校课程 法律相关课程 备注

英国 萨仑瑟斯脱高等农学校 农业法律 非主课

日本 东京大学
农学科：法学通论；
林学科：法学通论、森林法律学

—

日本 札幌农学校 无 —

法国 巴黎国立农科大学 行政学及农业法律 第二年

法国 格利里昂高等农学校 无 —

德国 哈勒农科大学
第四经济学法学修业：
农业法律；商法；民法

—

俄国 莫斯科府彼得斯坎高等农学校 森林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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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以如此厘清在农科学制中设置法学课程的逻辑：在
外在逻辑上，此种设置直接源于日本农科学制中的相关安排，同时也间接受到各国农

科大学中关于法律相关课程设置的影响；而在内在逻辑上，无论是当时新兴的“农
学”本身尚未确定的学科范围，或是“农学”内在关于“人”与“自然”之相互作用中对

于人之组织的要求，都是内在影响法律相关课程进入农科学制的缘由。 在一定程度

上，新渡户氏绘制的“农学全体图”，基本上可以解释在一个“大农科”的语境下，农学

自我成立所必须处理和讨论的诸多领域———而法律，同其他诸多学科一样，自始就当

然地位居其中。

三、民国时期的农大法学教育：通识与专业

（一）从学制到实践：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

民国成立后，大体上承续了清末“癸卯学制”中的基本设置，也作了新的调整。
在 １９１３ 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部令第 １ 号）中，延续了设立

“农科”并在其下设四门的设置；在其第十二条“大学农科之科目”中，延续在“农学

门”下规定了“（６）法学通论”，在“林学门”下规定了“（３）法学通论”及“（２６）森林法

律学”，但在“兽医学门”下，除了原有的“（２８）兽医警察法”，还新增设了“（３９）法学

通论”（《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１９１３］２００７：７１７ － ７１８）。 此时，法律相关课程以教

育法规之规定，进入大学农科教育。
然而，“实际上《大学令》及《大学规程》许多规定，并未来得及在农科大学实行，

因改为农业专门学校，改循另章了”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１９９０：７６）。
因而，真正对应的教育法规，其实是 １９１２ 年的《教育部公布农业专门学校规程》
（［１９１２］２００７：５５８ － ５５９）。 在其第五条中，将“法律概要”规定为“农学科之科目”，
而“林学科之科目”则包括“法律概要及森林法律”，在“兽医学科”下设置了“兽医警

察法”及“法律概要”课程。 这些与《大学规程》的规定基本无异。 但是，《教育部公

布农业专门学校规程》（［１９１２］２００７：５５９ － ５６２）的农学科下所涵盖的学科更为广泛：
在“蚕业学科”下设有“蚕丝业法规”；在“水产科”下设有“法学通论”和“渔业法规”；
兼设的“土木工学”下亦设置“土木法规”。 另外，作为对比，在“实业教育”中，《教育

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１９１３］２００７：７３５）的第十六条也规定：“甲种农业学校本科通

习科目”包括“法律大意”；“农学科”的科目包括“农业法规”；“森林学科”的科目包

括“林政学及森林法规”；“兽医学科”的科目包括“兽医警察法”与“畜产法规”；“蚕
学科”的科目包括“蚕业法规”；“水产学科”的科目包括“渔业法规”。 法律相关课程

在更多的农科领域中都得到了体现。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改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北京农

业专门学校沿革志略》，１９１５：１０ － １２）。 此后，该校定期报告学校开办情况，留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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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年度概况报告书”（四、六、七、八年度）（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１９９０：
８４），可以从中窥见前述学制中的课程设置在实际中的教学实践情况。 各份报告书

中都出现了如“本校农学科、林学科及预科，各科目，悉照定章教授”（《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１７：２９）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所规定的学

制是基本得到严格执行的。
具体而言，１９１５—１９１６ 年，根据《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

（１９１７：３０ － ３１）中“农学科第三年级每周学科时间表”，“法律大意”课程系在第二、三
学期开设，每周二钟点（学时）；林学科第一年级的“法律概要及森林法律”，在第一、
二、三学期开设，每周二钟点。 比照《农业专门学校规程》的要求，实践中除了将其中

的“法律概要”改称为“法律大意”之外，基本是符合的。
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又针对法律相关课程的开设作了微调。

１９１７ 年，农学科中的“法律大意”被改为“经济学及法律概要”，但林学科仍因其旧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规则》，［１９１７］２００５：１１５ － １１６）。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学年，“经济

学及法律概要”由农学科第二年级的课程，改为第二、三年级均有（《北京农业专门学

校六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１９：５９ － ６２）①。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 学年，林学科的“法律概

要及森林法律”被拆分为两门课程，即第一年级的“法律概要” （第一、二、三学期开

设，每周二钟点），与第三年级的“森林法律学”（第一学期开设，每周二钟点）（《北京

农业专门学校七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０：６ － ７）。 而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学年，林学科第

一年级的“法律概要”未开设，仅有第三年级的“森林法律学”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八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１：３６ － ４０）。
除了课程设置情况，在此期间，还可以难得地寻见五位曾在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前

身的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讲授法学课程的教师（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
１９９０：１２３ － １２４）。 其一，林丙炎，曾教授“狩猎术”及“森林法律”（《北京农业专门学

校一览》，［１９１７］２００５：２０２）。 其二，凌昌炎，１９１５ 年 ９ 月受聘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

授“法律概要”及“经济学”“财政学”（兼任教员）（《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四年度周年概

况报告书》，１９１７：２７；《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一览》，［１９１７］２００５：２００）。 其三，张联魁，
至迟自 １９１７ 年起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造林学”“林政学”“法律概要”（专任教

员）（《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一览》，［１９１７］２００５：２００）。 其四，钟毅，至迟自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学年起（北京林业大学校史编辑部，１９９２：４６ － ４７），教授林学科第三年级的“森林法

律学”（第一学期，每周二钟点），第一年级的“法律概要”（第一、二、三学期，各每周

二钟点）（《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七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０：９，１１；《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八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１：４３）；同时还教授“造林学”“森林管理学”“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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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课程表后注释：“因与本年第二年级同堂授课，故于第一、第二两学期补授‘经济学及法律概

要’，亦以原定课程表；二年级无此门课目，故本级仍在本学年讲授。”



学”“森林保护学”等课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七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０：１０；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八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１：４３ － ４８）。 其五，吴景澄，至迟自

１９１８ 年起，一边“教授兽医、矿物等科”，一边“担任博物、法制、经济等课”①，“以一人

兼授性质不同之科目三、四种”（《指令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住堂教员准变通列为专任

吴教员应随时注意其余各员准予备案文》，１９１８：２６ － ２７）；后来还曾出任北京农业大

学教务主任，有著作《财政学讲义》《实验园林经营全书》（吴景澄，１９３５）等。 具体而

言，其教授农学科第二年级的“经济学及法律概要” （第一、二、三学期，各每周三钟

点），同时教林学科第二年级“财政学”（第一、二、三学期，各每周二钟点），及林学科

第一年级的“经济学”（第一、二、三学期，各每周二钟点）（《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七年

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０：９ － １１；《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八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
１９２１：４２ － ４５）。 另外，还有记录提到，林学科第一年级的“法律概要”，原由钟毅教

授，后于“民国九年一月，钟毅因事繁重，改请吴景澄担任教授”（《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八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１９２１：４６）。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李宗棠赴日考察教育时，
吴正在其所接见的皖省留学生之列（李宗棠，２０１６：４８７）。

１９２２ 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学制还经过一次变革（《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沿

革》，［１９３６］２００５：１１０）。 在先期呈递“说帖”说明理由之后（《令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校长吴宗栻说帖一件拟改编该校学制由》，１９２１：３１ － ３２），时教育部正式核准了新拟

定的“选科制”大纲（《令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吴宗栻呈一件送选科制大纲请核示

由》，１９２２：２３ － ３３），即学生在第一、二年通习课程，第三、四年选科后学习不同的课

程。 这是一次颇具标志意义且对农科大学之法学教育的后续发展影响深远的学制变

革。 在这个类似于先进行通识教育，嗣后再行分科学习的“选科制”方案中，法律相

关课程并没有被纳入前两年的通习课程之中。 其整体分为农科、林科二部分。 按照

“农科大纲”，在选科后学生分为“农艺化学门”“植产学门” “畜产学门”和“农业经

济学门”四科。 而仅在其中的“农业经济学门”中，第三年和第四年的“必修科目”
中分别列有“法学通论”与“农业法律”，而其他三个学门中均无法律相关课程。 在

所附的“林科大纲”中，有“林政学门” “造林学门”和“利用学门”。 其中，“林政学

门”在第三学年会修习“法学通论”，第四学年会更具体地学习“法律学”和“森林

法”②，其中前者还具体列明包括“民法（物权、债权）、刑法总论”，最后甚至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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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兹录《黄山市近现代人物》中对其的介绍如下：“吴景澄，字澄川。 原太平县西乡（今属黄山区）
人。 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复入西京医科大学兼法政速成班毕业。 归国后任皖绿营六十

一标医官及安徽法政检验传习所所长、法政学校教员。 １９１７ 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务主任，并
在京都行医、市药济贫，治病救人”（安徽省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１９９２：２６）。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其时出版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杂志》（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中，尚有若干篇与森林法相关的论文。 如郭惠章：《森林法之商榷》，载《国立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校友会杂志》（第二期改为此名）１９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９８ － １０１ 页。



了“法律演习”课程（《令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吴宗栻呈一件送选科制大纲请核

示由》，１９２２：３１）①。 上述法律相关课程的安排，在专业及完备程度上都达到了此

一阶段农大法学教育的新高度。
这一改革其实暗含着一项非常重要的转变，即，法律相关的课程在从其他专业方

向的课程中悄然退出的同时，也从农科教育中相对一般的“通识性”课程（即前述“癸
卯学制”中的所谓“补助课”）变为“农业经济学门”或“林政学门”这些专业方向中相

对“专业性”的课程。 一部分农科学生会在“选科”之后，更加系统地学习法律相关的

知识，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再无法律知识学习的要求。 这一方面体现了法学教育在农

科教育中的深入，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法律相关课程与“农业经济学”或“林政学”的深

度“绑定”，选择其他农林科目的学习者则与法学这个一直扮演通识性课程的角色

“脱钩”了。
（二）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时期的法学教育

１９２３ 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大”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②。 这期间留下的课

程教学资料并不多，但由于学校除“升格”为大学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动，故而似可

认为其教学仍依据原来轨道进行。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原来选科制改革后的

“农业经济学门”，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期间于 １９２７ 年改为添设的“农业经济系”
（《农大添设两系》，［１９２７］２００５：２７６）。 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农科中法学教育的

重要寓身之所的建立。 １９２８ 年，农大的历史进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时期，法律相

关的课程也更多地集中于“农业经济学系”和“林学系”之中。
１９３０ 年，《北平大学农学院课程》 （［１９３０］２００５：４２２ － ４２４）显示，农业经济学

系的学生在第一学年需修“比较宪法”（每周 ３ 课时，３ 学分）；第二学年需修“民法

概要”（３ 学分）、行政法（每周 ２ 课时，２ 学分）、比较宪法（补修，每周 ３ 课时，３ 学

分）；第三学年需修“民法概要” （每周 ３ 课时，３ 学分）、“比较宪法” （补修，每周 ３
课时，３ 学分）。 这种修习法律的专业化和完备程度，比之前大有进步。 １９３２ 年，
根据《农业经济系学程》（［１９３２］２００５：４３３ － ４３４），上述课程又有微调。 其中，“宪
法及行政法”（全年，每周讲 ２ 小时，４ 学分）需“讲授宪法及行政法之大要”；“民法

概要”（全年，每周讲 ３ 小时，６ 学分）则“首述法学之范围与一般的原则，以为入门

之介绍，然后进论民法诸编，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讲授之”；“商法” （下
学期，每周讲 ２ 小时，２ 学分）需“讲述商法各编之大要”，为“选修科”。 此外，在
“农政”这一课程中，将“现行各种农业法令亦须讲到”。 １９３６ 年的第二学期，还在

四年级新设“农业法规”课程（《农学院二十年度第二学期课程》，［１９３２］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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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演习”在日本指共同研究的小班研讨课，此处的“法律演习”应该指小班法律研讨课程，亦
即“ｓｅｍｉｎａｒ”（周军，隋吉原，２０１８：１００）。
所谓的“改大运动”，即尝试将“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农业大学”的运动。



４４０）。 但是，在林学系中，则不见既往的“森林法律”课程，而仅在第四年级修习

“法学通论”①（《林学系课程指导书》，［１９３２］２００５：４３１）一门法律相关课程。 在

１９３２ 年的“林学系课程指导书”中，进一步解释了“法学通论”的教授内容，即“内
容以研究法学之必要的准备为限度，与其各分科之共通系统之知识” （《林学系课

程指导书》，［１９３２］２００５：４３１）。
此外，在上述两个寓身之所外，法律相关课程也难得地重现于农学系的通识性课

程。 在 １９３６ 年的“农学系课程表”中，“法学通论”与“英文” “微积分” “气象学”一
起，成为农学系在第一学年“全组必修”的课程；而“农业法规”也成为第四学年的选

修课程之一（《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课程表》，［１９３６］２００５：４４０，４４４）。 在这一

阶段，法律相关课程既在农业经济学系中体现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法学特色，也一度

保持了一贯以来农学通识性课程的角色，此一阶段几乎可以说是民国农大法学教育

的兴盛阶段。
然而，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学校西迁，这一兴盛局面也迅速中断。 １９４１ 年，处沦

陷区的“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国立北京大学”总览》，［１９４１］
２００５：６４５，６４７），在农林工学系下的“林学组”设置了“森林法律学”（第四学年第一学

期，每周 ２ 学时）；在农业经济学系下设置了“农林行政及农林法规”（第四学年第一、
二学期，每周 ２ 学时）。 这一安排，基本上回到了最初阶的法学教育规模。 而随后，
在 １９４６ 年后的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阶段，依据 １９４８ 年《北京大学农学院各系一至四

年级课程表》，法律相关课程在农学院各系，包括森林学系和农业经济学系，都已不

见踪影（王步峥，杨滔，２００５：６９４ － ７０３）②。

四、农科大学的法学教育：沿革与脉络

上文已经依据诸多材料，大致厘清了清末、民国不同时期的农大法学教育情

况。 作为进一步的概括，可以通过对中国农业大学校史上法律相关课程的归纳，基
本梳理出在农科大学教育的发展变迁中，法学教育随之变化的沿革路径（见表 ３）。
从这一历史沿革的变化中，可以得出两个关于其发展脉络的基本判断。 其一，法学

教育自始就当然地存在于农科教育之中，其在农科大学教育的发展中不断自我丰

富。 其二，法学教育的“寓身之所”在农科中的形成与变动对法学教育本身影响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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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门课程后调整为“法学通理”（《农学院二十年度第二学期课程》，［１９３２］２００５：４３７）。
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许多关涉其他学科的课程，可以由学校的其他院系完成教育任务，如
所设置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就注明可在“法学院各系课程表”中任选一种（王步

峥，杨滔，２００５：６９６）。



表 ３　 中国农业大学校史上法律相关课程沿革（１９０４—１９４９）

年代 校名 开设门科 开设课程（学年 ／ 学时 ／ 学分） 资料来源 备注

１９０４ 农科大学

农学门

林学门

兽医学门

法学通论（２ ／ ２ ／ － ）
法学通论（２ ／ ２ ／ － ）
森林法律学（２；３ ／ １；２ ／ － ）
兽医警察法（３ ／ １ ／ － ）

《奏定大学章
程》

补助课

１９１２ 农业专门学校

农学科
林学科

兽医学科

蚕业学科

水产科

土木工学（兼设）

法律概要
法律概要及森林法律
法律概要
兽医警察法
蚕丝业法规
法学通论
渔业法规
土木法规

《农业专门学校
规程》

１９１３ 大学农科

农学门

林学门

兽医学门

法学通论
法学通论
森林法律学
兽医警察法
法学通论

《大学规程》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农学科
林学科

法律大意（３ ／ ２ ／ － ）
法律概要及森林法律（１ ／ ２ ／ － ）

《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四年度周年
概况报告书》

１９１７
农学科
林学科

经济学及法律概要（２ ／ ３ ／ － ）
法律概要及森林法律（１ ／ ２ ／ － ）

《国立北京农业
专门学校规则》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农学科
林学科

经济学及法律概要（２；３ ／ ３ ／ － ）
法律概要及森林法律（１ ／ ３ ／ － ）

《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六年度周年
概况报告书》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国立北京农业
专门学校
（１９１４—１９２３）

农学科

林学科

经济学及法律概要（２ ／ ３ ／ － ）
法律概要（１ ／ ２ ／ － ）
森林法律学（３ ／ ２ ／ － ）

《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七年度周年
概况报告书》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农学科
林学科

经济学及法律概要（２ ／ ３ ／ － ）
森林法律学（３ ／ ２ ／ － ）

《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八年度周年
概况报告书》

１９２２

农科
　 农业经济学门

林科
　 林政学门

法学通论（３ ／ １ ／ － ）
农业法律（４ ／ １. ５ ／ － ）
法学通论（３ ／ １ ／ － ）
法律学（民法［物权、债权］、刑法
总论，４ ／ ２ ／ － ）
法律演习（４ ／ ０. ５ ／ － ）
森林法（４ ／ ０. ５ ／ － ）

《教育部指令第
６０９ 号》

１９２７
国立北京农业
大 学 （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７）

农业经济系
（新设）

－
《农大添设
两系》

课程资料
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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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代 校名 开设门科 开设课程（学年 ／ 学时 ／ 学分） 资料来源 备注

１９３０ 农业经济学系

比较宪法（１ ／ ３ ／ ３）
民法概要（２；３ ／ － ；３ ／ ３）
行政法（２ ／ ２ ／ ２）
比较宪法（补修，３ ／ ３ ／ ３）

《北平大学农学
院课程》

１９３２
国立北平大学
农学院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林学系

农业经济学系

法学通论（４ ／ ２ ／ ４）
宪法及行政法（ － ／ ２ ／ ４）
民法概要（ － ／ ３ ／ ６）
商法（ － ／ ２ ／ ２）

《林学系课程指
导书》；《农业经
济系学程》

必修课

１９３６
林学系

农业经济学系

法学通理（４ ／ ３ ／ － ）
法学通论（１ ／ ３ ／ － ）
农业法规（４ ／ １ ／ － ）

《农学院二十年
度 第 二 学 期
课程》

仅为第二
学期课程

１９３６ 农学系
法学通论（１ ／ ２ ／ ２）
农业法规（４ ／ ２ ／ ２）

《国立北平大学
农学院农学系课
程表》

全 组 必
修；选修

１９４１
“国立北京大
学”农学院

农林工学系
　 林学组
农业经济学系

　
森林法律学（４ ／ ２ ／ － ）
农林行政与农林法规（４ ／ ２ ／ － ）

《“国立北京 大
学”总览》

处沦陷区
时期

１９４８
国立北京大学
农学院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各系均无法律相关课程
《北京大学农学
院各系一至四年
级课程表》

　 　 如前所述，法律相关课程最初是作为通识性的“补助课”而存在于农科教育之中

的，并且其一开始即处于农科四门中的三门之中，其对于农科本身所起到的主要是基

础性、一般性的作用。 而随着农科内部学科门类的逐步细化，以及部分门类的逐步剥

离（如兽医及后续出现的蚕业、水产等），农科中的法学教育逐步向着专业化的方向

转变。 最终，１９２２ 年分科制改革催生出的“农业经济学科”成为法学教育在农科领域

极佳的寓身之所，其与林业学科一起，见证了民国农科法学教育的兴盛阶段。 在研究

方面，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研究部门中，还设立有“农业政策组”，其研

究内容包括“历代农业设施、各国农业政策、当代农业政策、农业行政机构、农业法令

等”（《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工作概况》，［１９４７］２００５：６８９ － ６９０）。 这也体

现了农业经济学与法学研究的关联。
进一步地，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另外两个源头中，暂时未能发

现法学教育的相关线索。 自 １９２１ 年清华学校农科建立，直至 １９４６ 年才成立清华大

学农学院，之前其一直是以“农业研究所”的形式存在，以研究为重，自然不存在过多

的教学工作，也无所谓法学教育。 在成立农学院后，清华在其下设置的主要是“农艺

系”“植物病理学系”“昆虫学系”“农业化学系”，并无农业经济相关的系所，进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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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也就可以解释何以缺乏法律相关课程（王步峥，杨滔，２００５：９７０ － ９７１，９９０ － ９９１）。
同样地，作为另一源头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在发展为北方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

学农学院后，更偏重于经济植物、畜牧兽医、糖业等方向，也未设立农业经济相关的系

所，因而自然与法学教育少有交集（《清华大学农学院学程一览表》，［１９４７］２００５：
８９４ － ９０３）。

需要补充的是，农业经济学系曾一度被计划裁撤：“北平大学，以各学院皆以前

之独立大学，学系设立，不免重复，拟于暑假后，将此类学系及非必要者或取消或归

并，或变更性质”；其中，农学院的经济系“与法学院之经济系重复，应即停止，至农业

经济诸科目可附设于农艺系教授” （《农学院学生议决向教部控沈尹默》，［１９３２］
２００５：５８１）。 １９４７ 年，民国教育部甚至已有裁撤农业经济系的行动。 其理由是，“农
学院区分至十系之多，过于庞大，其中一部分学系固属农学院应有之课程实无单独成

系之必要”；故而，“兹核定该学院设置农艺、森林、园艺、畜牧、兽医五系”，“其余各系

由校斟酌裁并”（《教育部代电》，［１９４７］２００５：６９２）。 收到消息后，农学院即致函北

大教务处，逐条申明无法裁撤之理由。 涉及农业经济系的理由是，“农业政策之确

定，农产之经营，土地之利用，在在须遵循经济原则，而农业经济之研究，须与其他农

业生产学科互为配合，与普通经济学性质不同”，并且“国内农学院中，几无不有农业

经济学系之设立”，“故本院办理农业经济系之必要无待赘言”（《北京大学农学院致

函北京大学教务处》，［１９４７］２００５：６９２）。 ９ 月 １０ 日，在北京大学行政会议第四十九

次会议上，明确了经“农学院院长报告，在京得教育部长同意，农学院准暂设十学

系”，农业经济系得以保留（《北京大学行政会议第四十九次会议（摘录）》，［１９４７］
２００５：６９３）。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农业大学森林学系转入北京林学院（王步峥，１９９０：
１１），农学中法学教育占比较重的一块被剥离。 而为准备教学改革，解放后的农业经

济学系先是停止招生，“教师集中于政治和业务学习”，１９５１ 年恢复招收本科生后，
“依农业部的建议”，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全面性的高级农业行政工作干部、农场经营

管理干部、各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工作干部和研究农业经济的人才，注重全面性训练，
暂不分组”；同时，“该系这时期还集中精力学习苏联农经建设经验，结合中国具体情

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配合各行政产业部门与本系教学工作的需要

进行研究”（王步峥，１９９０：１１）。 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直至进入法律

系的时间线之前，在普法学习班之外（王步峥，１９９０：６０５），北京农业大学应没有其他

法律相关的课程教学活动。
在当前的叙事中，中国农业大学的法律系始建于 １９９３ 年，但实际上，这一年份并

不是法律系作为某一组织机构建立的时间，而是法学专业获批后的首次招生（“经济

法”）的时间。 有趣的是，在后续建设法律系的过程中，如果以法学专业的成立来计

算的话，其实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个涉及法律的专业设置，是 １９８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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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的“农业经济法专门化班”。 这一专业方向，“前两年开始还是学农业经济学，后
两年开始学法律”①。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设置与历史上农大农业经济学系中法学专

业教育发展的场景极其相似。 故而，如果要重新厘定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的缘起与

脉络，此处的逻辑可以是：由“农业”而“农业经济”，进而由“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

法”，最后从“经济法”的教学研究达致一般意义上的“法学”教学与研究。

五、结论

本文详细梳理了自清末洎新中国成立，在农科大学的辗转衍变中，法学教育的发

生与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农业大学为什么会有法律系，很好回答：从历史上出

现农业 ／农科大学（甚至农科大学尚在“癸卯学制”的规划之中而未落地时），或学理

上开始界定农学 ／农科范围之时，其内涵中就已经自始且当然地存在法学或法学教

育；而随着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大农科”下各研究方向的不断发展和专业化，其逐

步成为一个单独的系所，如同农业经济学系那样，自然并非异事。 当然，虽然上述讨

论是从历史角度的证立；但绝非仅是就故纸堆的爬梳。 一方面，对于中国法学教育史

而言，在“主流叙事”之外关于这一“边缘事例”的叙述，在喃喃自语之外或许也具备

补足整体叙事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关于那些百多年前，曾在农科大学法学课堂上教

授的教员与学习的学生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对于当今仍在这一脉络上孜孜以求的

师生而言，足以在又一个癸卯年里，提示某种悠长传统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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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１９１３］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

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公布农业专门学校规程》，［１９１２］２００７∥潘懋元，刘海峰，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

编·高等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１９１３］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

制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林学系课程指导书》，［１９３２］２００５∥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１９０５—
１９４９） ．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大添设两系》，［１９２７］２００５∥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北
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学院二十年度第二学期课程》，［１９３２］２００５∥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学院学生议决向教部控沈尹默》，［１９３２］２００５∥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

编（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业经济系学程》，［１９３２］２００５∥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２］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

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清华大学农学院学程一览表》，［１９４７］２００５∥王步峥，杨滔，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

·０２２·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

编·学制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奏定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

编·学制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

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

制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奏定学务纲要》，［１９０４］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上
海教育出版社

《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１９０４］２００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

编·学制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安徽省黄山市地方办公室，１９９２． 黄山市近现代人物． 合肥：黄山书社

北京林业大学校史编辑部，１９９２． 北京林业大学校史（１９５２—１９９２）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１９９０．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北京农业大学出

版社

陈景磐，２００４． 中国近代教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冯志杰，２０１１． 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 北京：九州出版社

古城贞吉，１８９７． 日本农科大学章程． 农学报（１３）：５６ － ５９
姜沛民，孙其信，２０２１． 初心弥坚：中国农业大学许党报国的红色故事．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社

李长林，２０１６． 叙论：吴汝纶日本教育考察记述略∥钟叔河，曾德明，杨去辉． 东游丛录． 长沙：
岳麓书社

李兴武，２０１９． 整理说明∥李宗棠． 李宗棠文集·考察日本学校记． 李兴武，译． 合肥：黄山书社

李宗棠，２０１６． 李宗棠文集·东游纪念． 李兴武，译． 合肥：黄山书社

李宗棠，２０１９． 李宗棠文集·考察日本学校记． 李兴武，译． 合肥：黄山书社

刘小燕，姚远，２０１０． 《农学报》及其编辑传播策略．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６）：５４ －５９
陆思曼，１９５０． 人类感染的家畜疾病． 北京：新潮书店

民国教育部，１９８９．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汇编． 台北：文海出版社

佟占军，韩芳，２０１３． 多媒体在农业院校文科教学中的应用．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王步峥，１９９５．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７） ．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王步峥，艾荫谦，赵竹村，２０１３． 探索之路：中国农业大学跨越百年的办学历程． 北京：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

王步峥，杨滔，２００５． 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吴景澄，１９３５． 实验园林经营全书． 上海：园林新报社

吴汝纶，２０１８． 东游丛录． 北京：朝华出版社

谢成侠，１９５２． 中国的养马业． 上海：永祥印书馆

·１２２·第 ６ 期　 　 瞿见：农科大学的法学发生：中国农业大学法学教育的缘起（１９０４—１９４９）



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ａ． 农学本论． 农学报（２２０）：１ － ２５
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３ｂ． 农学本论． 农学报（２２３）：１１ － ３５
新渡户稻造，１９０８． 增訂農業本論 １９０８． 东京：六盟馆

叶敬忠，刘娟，李玉梅，等，２０２１． 彰显特点与特色的差异化理路：涉农高校“六位一体”社会科

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６）：１０９ － １２８
曾钰峰，２０２０． 曾钰峰（０７ 级本科，１２ 级法研）∥申卫星，主编． 清听法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史

访谈录． 北京：九州出版社

张之洞等，１８７５—１９０８． 奏定学堂章程·各学堂奖励（第二册） ． 北京官书局

周军，隋吉原，２０１８． 高校日语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佐藤全弘，２０１５． 人生的桥梁∥新渡户稻造． 自警录． 姜媛媛，译． 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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